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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城镇入户调查仅仅覆盖了具有城镇户口的家庭。但仅仅估计城镇户口就业人口的工资函数在方法上是恰当的。原因是行政性控制使出生在农村的人群很难获得城镇户口，因而任何样本选择偏差几乎都是可以忽略的。将分析限定在拥有城镇户口的子样本上使我们能够考察特定群体工资结构的改变，并据此得出福利状况相应改变的推断。但是，没有包括农民工在内也使我们不得不遗漏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由于这一时期进城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这种遗漏的损失也变得越来越严重。⑨中国政府1988年开始允许农民进城经商，从此以后政府逐渐放松对农民工进城的限制(Linge & Forbes，1990)。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可能对城镇职工中的不同群体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农民工尤其可能对那些与他们具有类似特征或者在类似部门工作的城镇居民的工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⑩
我们根据CHIP计算了1988—2007年的城镇工资收入差距状况。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237陡升到1995年的0.345，尽管到2002年时该指标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在2007年时该系数猛烈上升到0.439。工资分布的第90个百分位数与第10个百分位数的比率由1988年的2.82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6.43。非国有部门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高于国有部门，而且其各自内部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在上升(2002年除外)。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也在大幅度上升，而且与非国有部门的差距越来越小。

图1给出了根据CHIP数据绘制的不同分位数上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职工实际日工资收入差距，1988年时在工资分布的第10个百分位数上国有部门的工资为非国有部门的1.5倍，该比率随着工资水平提高而稳步下降到第90个百分位数上的1.1倍。1995年时这种低工资水平上差距大、而高工资水平上差距小的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得到强化，第10个和第90个百分位数上的工资差距分别为1.9和1.2倍。2002年时依然是国有部门的工资高于非国有部门；但是在工资分布的最低四分之一区间上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比率低于1995年水平，而且在这个工资分布段上工资越低，低于1995年的幅度越大；在更高的工资区间上2002年与1995年差异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国企改革导致了工资分布低段上职工工资下降。到了2007年，在工资分布的下半部(中位数以下)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比率与2002年相比进一步降低，在工资分布的上半部(中位数以上)该比率与2002年相比整体上相差不大。总之，1995年国有部门工资高于非国有部门的幅度大于1988年，而且工资水平越低这一幅度越大；1995—2007年，在工资分布低段国有部门工资高于非国有部门的幅度不断降低，但是在工资分布中上段这一幅度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二)计量经济学方法

1.使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估计工资函数

首先我们采用分位数回归估计传统的Mincer(1973)工资方程。在解释变量向量Xit及θ∈(0，1)给定的情况下，Qθ(lnwit｜Xit)表示第i个人第t年对数工资的θ分位数。设：

Qθ(lnwit｜Xit)=Xit′βit(θ) (1)

其中，Xit是代表解释变量的向量(包括职工的受教育年限、潜在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性别、是否是党员、是否是少数民族、工作特征如职业、就业企业所有制、行业、最后是省份虚拟变量)，βit(θ)是其对应的系数向量。通过最小化以下函数可以估计出βit(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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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θ(ε)为检查函数(check function)，ε可理解为回归残差(Koenker，2005；Angrist & Pischke，2009)。

相对于OLS回归而言，分位数回归方法具有诸多优点。本文所使用的四个年度的数据均为大型截面数据。这类数据的特点是职工工资收入变量分布偏斜(11)、含有超常值(outliers)。在这种状况下使用OLS估计工资函数很难得到无偏有效的估计结果，如超常值对OLS的估计结果影响很大，剔出超常值则会导致估计结果无法反映数据的全貌。另外，在大型截面数据情况下OLS回归大多受制于异方差的困扰。再者，OLS只能在均值水平上反映相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即使是使用面板数据也是如此。相比之下，Koenker & Bassett(1978，1982)提出的分位数回归则在不受超常值、异方差、被解释变量分布偏斜困扰的同时，(12)可以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在后者的整个分布上都显示出来。此外，分位数回归中还可以观测到劳动力的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这对于理解收入分配是至关重要的。从Buchinsky(1994)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美国工资结构变化以来，分位数回归在分析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上已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Koenker & Hallock，2001；Knight & Song，2003；Machado & Mata，2005；罗楚亮，2007；张车伟和薛欣欣，2008；Qu & Zhao，2008；Angist & Pischke，2009)。

分位数回归方法也不是完美的。其弱点是一旦不同分位数上的回归残差εiθ1，εiθ2，…，εiθn不服从独立同分布的情况，关于其回归估计结果的统计推断便不再成立，而截面入户调查数据中常见的超常值和分布偏斜往往造成分位数回归残差偏离独立同分布(Hao & Naiman，2007)。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是使用“自助法”(bootstrap)进行分位数回归(Kocherginsky et al.，2005)，它不需要回归残差服从独立同分布的假设。因此，本文采用了“自助法”分位数回归方法。

另外，在解释分位数回归结果时应注意到分位数回归是条件回归。如果某职工的工资属于无条件工资分布的高分位数工资，而该职工又不具备能够解释此解释变量的观测值，那么该职工具有某些不可观测的工资决定因素。这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或者随机因素的作用。关于不可观测因素也有理论上的分析，如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特征经常被归类为“能力”(包括一个人的决心、雄心、毅力、智商以及外表特征等)；又如在分析工资的决定因素时我们通常观测不到企业的规模和盈利能力，但是租金分享理论(rent-sharing theories)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对工资具有显著影响。

由于无法控制不随时间变动且不可观察的工资决定因素，截面数据回归分析可能是有偏的，即使分位数回归也是如此(Chernozhukov & Hansen，2006)。为纠正这种偏差，现有文献使用了工具变量方法(Chernozhukov & Hansen，2006；Albrecht et al.，2009；张车伟、薛欣欣，2008)。由于CHIP问卷不断调整，很难为四个年份的截面数据找到相同或类似的工具变量，因而本文在截面数据的分位数回归中没有使用工具变量。另外，考虑到使用以上四个年份截面数据估计工资函数时使用了相同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因而不随时间变动且不可观察的工资决定因素或内生性所导致的估计偏差方向应该相同；而MM反事实分解主要看相关变量系数变化或变量本身变化所导致的工资差距变化，因此这种偏差不会影响MM方法的反事实分解结果。

我们在方程(1)中控制了CHIP数据中能够包含的可以跨期比较的相关解释变量如性别、受教育年限、潜在工作经验及其平方项、是否是共产党员、是否是少数民族、职业、产业(或行业)部门、省份等变量。然而由于2007年数据没有职工是否是共产党员的观测值，因而我们在2007年的工资函数没有控制职工是否是共产党员变量。

2.反事实分布分解方法

我们使用Machado & Mata(2005)提出的反事实分解(counterfactual decomposition)方法(MM方法)。MM方法使用多重分位数回归把可以观测到的工资收入差距分解为“价格”因素(工资函数回归中的系数)与“量”的因素(劳动力构成)，然后通过模拟来观测这两个因素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各自影响。具体来说，对工资分布密度的变化可以进行如下反事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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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w(t))表示基于t年可观测样本{wi(t)}的工资对数w的边缘密度(marginal density)的估计值,f*(w(t))表示基于t年的模拟出来的样本{wi*(t)}的工资对数w*的边缘密度的估计值，t=0，1。f*(w(1)；X(0))表示t=1时的反事实密度，即如果所有的解释变量具有t=0时间下的分布;f*(w(1)；Xi(0))表示t=1时的反事实密度，即如果只有部分解释变量Xi具有t=0时间下的分布。进而，某解释变量xi变化(如国有部门就业份额的跨期变化)对职工工资收入不平等指标总体变化的贡献可由下面的式子来衡量：

α(f*(w(1)))-α(f*(w(1)；xi(0))) (4)

根据MM方法，由某个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βi跨期变化对职工工资收入不平等指标总体变化的贡献可由下面的式子来衡量：

α(f*(w(0)；βi(1)))-α(f*(w(0))) (5)

其中,f*(w(0)；βi(1))表示当所有解释变量具有t=0时的分布、解释变量xi系数取t=1时的系数βi(1)、其他解释变量系数维持t=0时对数工资w的密度估计值。根据式(5)我们可以对由某方面的工资支付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工资不平等指标变化进行反事实分解。从而，我们可以对国有部门的高工资是否导致工资差距扩大进行检验。

从本质上讲，MM的反事实分解分析是Oaxaca(1973)方法在条件分位数回归环境下的推广，因而在对解释变量虚拟变量组进行反事实分解情况时也受指数基准问题(index number problem)的困扰。(13)MM方法的关键部分是通过大量分位数回归构造实际工资分布的模拟分布{wi*(t)}。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收入的条件分布过渡到边缘分布(或者说无条件分布)的过程。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对某截面数据进行n个θi分位数回归以得到n个系数[image: image3]t(θi)，(14)，接下来从解释变量X(t)中有放回地随机抽取n个观测值，并用{xi*}t=1n来表示，最后我们得到{wi*(t)=xi*(t)′[image: image4]t(θi)}t=1n。Machado & Mata(2005)对该方法有更具体的说明。

最后，由于中国经济转型是逐渐的，因而我们所做的MM反事实分解也是分期进行的，如分为1988—1995年阶段、1995—2002年阶段、2002—2007年阶段。在任何两年数据的反事实分解中，分位数回归中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完全相同。这样做还因为CHIP数据不同年份的省份的非对称性，分阶段分析可以尽量少损失省份观测值。

四、分位数回归结果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工资差距分析

表1 职工个人的生产性及非生产性特征、工作特征

	
	1988年
	1995年
	2002年
	2007年

	观测值个数
	17733
	12245
	10133
	6938

	职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
	
	
	
	

	国有部门
	77.67
	79.04
	64.76
	49.83

	政府机关及事业单位
	
	29.66
	30.90
	31.82

	国有企业
	
	50.95
	33.86
	18.00

	城镇集体企业
	20.28
	15.06
	6.86
	5.36

	私有企业
	0.77
	1.65
	20.72
	34.48

	外企及中外合资企业
	0.36
	1.27
	2.17
	7.08

	其它所有制企业
	0.92
	2.98
	5.49
	3.26


数据来源：CHIP 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城镇入户调查数据(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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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相同分位数上工资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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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相对于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

在本文中，国有部门职工包括国有企业雇员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雇员。在比较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差距之前，有必要搞清楚国有企业和国有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工资差距。在CHIP数据中，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雇员占城镇就业总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且略有上升迹象，但是国企职工占城镇就业总量的比重由1995年的51%下降到2002年的34%，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8%(表1)。国企就业量的大幅度下降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结果。接下来的问题是：国企雇员的工资水平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相比是否有差异？为此，我们对能够区分国企雇员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的1995年、2002年、2007年等三年CHIP数据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中，我们在职工就业单位所有制虚拟变量组中把国有部门改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并且把国企作为职工就业单位所有制虚拟变量组的对比变量，其他控制变量不变。从OLS回归来看，1995年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比国企显著高8%，2002年时显著高5%，2007年低2%(统计上不显著)。因而，与国企相比，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下降，到了2007年二者之间已经没有显著区别。从多重分位数回归结果(图2)来看，1995年、2002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高于国企的幅度随着工资水平上升而不断下降；换句话说，从这两年数据来看，工资水平越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高于国企的幅度越大；1995年时在工资分布低端(5%分位数上)二者差距最高达13%，在工资分布高端二者没有显著差异；2002年时在工资分布低端(5%分位数上)二者差距最高达16%；但是在工资分布的最高四分之一区段上，国企工资开始高于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并且工资越高，这种差距越大，最大时达11%(95%分位数上)。到了2007年在工资分布上半部(中位数以上)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资已不再高于国企(从统计上看无差异)，在下半部(中位数以下)前者的工资已低于后者。

(二)国有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工资溢价及其变化

2007年CHIP数据中没有关于被调查人是否是共产党员的变量。鉴于2002年与2007年在时间上最为接近，我们对2002年数据做了两组多重分位数回归，一组含有职工是否是共产党员变量，另一组没有该变量。图3给出了2002年工资函数包含和不包含职工共产党员变量两种情况下国有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溢价。没有共产党员变量的曲线在各个分位数上都略高，这说明该曲线吸纳了部分党员的工资溢价。此外，国有部门职工中党员的比例要比非国有部门高得多。但是，2002年两条工资溢价曲线基本差别不大。因而，我们推断2007年两条工资溢价曲线也应该差异不大。从而，我们把2007年的没有共产党员变量的国有部门工资溢价曲线与1988年、1995年、2002年的有共产党员变量的国有部门工资溢价曲线放在一起以方便跨期比较(图4)。

